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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犹“虽”、“与”为“其”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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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王叔岷《古籍虚字广义》一书阐发“新义”时多采用传统训诂二法“互文”及“异文”。“互

文”的局限在于互训的两词应满足在句中句法分布相同的条件，不满足此条件的结论通常有误，如《广

义》中释“以”犹“虽”有误；“异文”的局限在于比对时的语句当选取同类型结构语句，而非仅选

取描述同一事件的语句，否则结论一般有误，如《广义》中释“与”为“其”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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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Limitation of the Two Exegetical Methods：
Take “以”is“虽”& “与”is“其” of 

Wang Shumin，s Guji Xuzi Guangyi as 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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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new meaning” in Wang Shumin’s Guji Xuzi Guangyi mostly developed by the two traditional 
exegetical methods of “intertextuality” and “distertextuality”. The limitation of intertextuality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two words of intertextuality should meet the condition of the same syntactic distribution in the sentence, 
and the conclusion that does not meet this condition is usually wrong, such as the wrong interpretation of “以” 
is “ 虽 ” in Guangyi; the limitation of “distertextuality” lies in that the same type of structural sentence is 
selected for comparison rather than only the sentence describing the same event, otherwise the conclusion is 
generally wrong, such as the wrong  interpretation of “与” is “其” in Guang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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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学者王叔岷先生的《古籍虚字广义》[1]（下

文简称《广义》）一书是继 20 世纪 30 年代裴学

海先生的《古书虚字集释》之后颇具影响力的一

本仍采用传统训诂手段训释虚词的研究专著。它

是在原书——1978 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出版

的《古籍虚字新义》的基础上增添而成的。该书

于 1990 年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书中除陈列《经

传释词》《古书虚字集释》等书中旧有的“义项”外，

还列述了王叔岷先生自己发明的 237 条“新义”。

前人对于王叔岷先生著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其庄子学说和斠雠方面的相关著述，目前还没有

人对《广义》一书的释义结果进行全面研究，但

也有学者对此书中某些释义提出了不同看法。郭

锡良先生在北师大文学院承办的“2010 年度汉语

言文字学高级研讨班”上作了题为《汉语历史语

法研究述评》的报告，其中就提及了《广义》一

书，批评“它是（王叔岷）自己的‘广义’，所

以更是要增加‘新义’。凡是它增加的都是错的”。

杨逢彬先生在《论语新注新译》一书中驳正了王

叔岷先生书中将“后”释为“不”的说法，认为

其将前后文并不相同的两个例句放在一起进行比

较，从“奚侗”之误说，将正确的词序颠倒，破

坏了原有的固定结构，“犯了前人训诂之学”“不

审句例”的通病；且认为“王先生往往以异文作

为唯一证据”，有些例句“甚至连异文都算不上，

就更缺乏说服力了”[2]185-186。

《广义》采用“互文见义”训释出的“新义”

共有 36 例，其中 22 例是以之为主要甚至唯一的

论证手段。采用“异文互训”训释的新义共有 124
例，其中以之为主要甚至唯一论证手段的有107例。

可见“互文见义”及“异文互训”是《广义》训

释虚词得出“新义”的主要手段，但既然靠这两

种方法得出的“新义”备受争议，那么就有必要

考察这两种训释方法在使用上的局限。

一 “互文”的局限

“互文”，又称“互文见义”“参互见义”“互

言”“互辞”等，既是古文词章中的常见修辞手段，

也是训诂家常用的训释手段，《广义》一书就常

以“互文”训同义，以“对言”训反义。一般训

诂书籍、古汉语教材均认为存在两种互文。周大

璞等人的《训诂学初稿》一书引唐贾公彦《仪礼

注疏》中“互文”的定义：“凡言互文者，是两

物各举一边而省文，故云互文。”书中提出两种

互文概念：第一种应当是“古代文章中，常有前

后参互见义、互相补充的地方”，是一种修辞手段，

汉代经师注经时往往会注明这种修辞手段，如郑

玄注《诗·小雅·采芑》“钲人伐鼓，陈师鞠旅”

一句：“钲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钲人伐鼓’，

互言尔……陈师告旅，亦互言之。”注《仪礼·公

食大夫礼》：“雍人以俎入，陈于鼎南。旅人南面，

加匕于鼎，退。”注云：“雍人言‘入’，旅人

言‘退’，文互相备也。”言辞一般前后相互呼应，

互相补充，须合并前后文意方能完整理解文意，

这是典型的修辞手法，不能作训释词义之用。第

二种互文则指“由于行文需要避免重复，用同义

词互相替换”[3]284，即上下相关词语为可替换同义

词；并引顾炎武《日知录》中所举例子，如《易》

中“幹父有蛊，有子考无咎”，“言父又言考”，

如《孟子》中“我善养吾浩然之气”，“言我又

言吾”。郭锡良先生在其主编的《古代汉语》一

书中也承认有两种互文，认为第一种是纯粹的修

辞方式，第二种是“错举成文”，也具有修辞意味，

不过第二种互文手段“本是古汉语词义学要研究

的内容”[4]885。

事实上，以互文为依据来训释词义并不可靠，

郭锡良先生在《关于系词“是”产生时代和来源

论争的几点认识》中表示利用古注、互文等训诂

方式来分析问题具有局限性：“训诂学上的‘互

文见义’用在词义训释上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能

任意比附、阐发，用在语法分析上就更加危险。

因为古文中的对句、排比句并不见得都是语法结

构一一相对的。”[5]122 他举有两例，充分表明了作

为训诂手段的“互文”的主观性：《孟子·梁惠

王上》的“故王之不王，非挟泰山以超北海之类

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句式和《战国策·魏

策四》的“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结构相似，

前一句中“非”与“是”互文，是系词，后一句

中“此”与“非”不互文。若仅将互文对句作为

立论根据，则依据前一例是互文对举，必然得出

后一句也是互文的错误结论。

即便在某一上下文中，被认定为互文的二词是

同义的，这样的同义也具有极大的限制，它们一

般只在特定上下文中同义，如上文提到的“幹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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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蛊，有子考无咎”，“父”“考”互文，但是

两者的区别是明显的，“考”是指已经过世的父亲，

而“父”显然没有这种限定，可指在世的，也可

指过世的。又如“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我”“吾”

看似毫无区别，可随意替换，但实际上，许多学

者早已意识到二者在格位用法上有量的区别，王

力先生在《汉语史稿》中也提到：“‘吾’字用

于主格和领格，‘我’字用于主格和宾格。当‘我’

用于宾格时，‘吾’往往用于主格；当‘吾’用

于领格时，‘我’往往用于主格。在任何情况下，

‘吾’都不用于动词后的宾格。”[6]261 而王力先生

这一说法正合“吾”“我”在“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一例中的用法，“吾”作领格时“我”为主格，“吾”

可以置于主语的位置，但是“我”不能置于“浩

然之气”之前作领格。

许多训释词义的学者，立论的根据便是“错举

成文”的第二种互文，王叔岷先生《广义》一书

中共有 36 例新义以互文见义为依据，以并非完全

可靠的方法来训释词义，其结果的准确性必然值

得质疑。下面通过书中“以”等同于“虽”一例

观其得失。

《广义》“以”字条：

《庄子·列御寇》：“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

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两“以”字并与“虽”

同义。郭注说“以”为“虽”，是也。《史记·邹

阳列传》：“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

犹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

树功而不忘。”“以”字与上文“虽”字为互文，

“以”犹“虽”也。

（一）“虽”后一般无“故”

这条释例引了《庄子·列御寇》中一句，《广

义》根据旧训推衍，而其所据旧训是《庄子集释》

郭庆藩的注释：“理虽必然，犹不必之。斯至顺

矣，兵其安有！理虽未必，抑而必之，各必其所

见，则乖逆生也。”[7]1047 但郭庆藩的注是意译，

并非逐字作解，因而不可一一对应，王叔岷认为

郭注说“以”为“虽”，不合理。王氏简单地将

注解文中的“虽”与“以”对应，将“圣人以必

不必，故无兵”理解为“圣人虽必不必，故无兵”，

照此理推断，表转折的“犹”就缺少对应文字了。

这样的直接对应法不符合“虽”的语法习惯及语

义条件。

检索先秦代表性典籍《论语》《孟子》《吕氏

春秋》《庄子》中的语料，发现并无一例“虽”与“故”

处于同一句中的，二者靠近的只有《吕氏春秋》

中 3 例：

（1）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

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吕

氏春秋·义赏》）

（2）颠蹶之请，坐拜之谒，虽得则薄矣。故

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

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吕氏春秋·报更》）

（3）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惭

於子胥也，不若勿知。（《吕氏春秋·知化》）

3 例中“虽”都作为让步连词，通常前一部分

表示肯定或承认，引起后一部分的转折。而“故”

在这里应当作“提起连词”，不应视为一般因果

连词用法，因为因果连词必然有上承内容，用“故”

来承接上文的原因，引出下文的结果。但是这几

例中的“故”乃至我们需要考察的《史记·邹阳

列传》“故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

犹结怨而不见德；故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

树功而不忘”中的“故”，都是直接位于句首。

可参考《词诠》中所举另外 4 例：

（4）故圣人参于天地，并于鬼神，以治政也。

（《礼记·礼运》）

（5）故国有患，君死社稷谓之义，大夫死宗

庙谓之变。（《礼记·礼运》）

（6）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

者，非意之也。（《礼记·礼运》）

（7）故天秉阳，垂日星。（《礼记·礼运》）

“虽”“故”在上下文中同时出现，“虽”所

在句中必定已经将转折的情况叙述完毕，往往一

句完结；而后一句“故”作为提起连词，发起新

的话题。因此，用“虽”来替换《庄子·列御寇》

中的“以”，不符合先秦时期的“虽”“故”所

处的语言环境。

（二）《庄子》一例中“以”在此处作介词

要确定《庄子·列御寇》“圣人以必不必，故

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故多兵”此例的“以”到

底在句中充当什么句法成分，必须先弄清“必”“不

必”“必之”三者应该是什么结构，充当什么句

法成分。

“不”是否定副词，“不必”在先秦时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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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可以作为副词词组修饰谓语动词了，但鉴于“圣

人以必不必”中“不必”后并无其他谓词性成分，

我们认为这个“必”是动词，前接否定副词“不”

作它的修饰性成分。“不必”在先秦中不作副词

词组而作为动词词性、谓语成分出现的情况很少，

除《庄子》中该例之外，仅在《吕氏春秋》《纵

横家书》《韩非子》中找到 4 例：

（8）或湿而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可推

知也？（《吕氏春秋·别类》）

（9）物固不必，安可推也？（《吕氏春秋·别

类》）

（10）若楚遇不必，虽必，不为功，愿王之以

毋遇喜奉阳君也。（《战国纵横家书·十一》）

（11）夫治无小而乱无大，法不立而诛不必，

虽有十左氏无益也；法立而诛必，虽失十左氏无

害也。（《韩非子·内储说上》）

（8）（9）例中“不必”都是主语后的谓语成

分。关于“必”的词性，有学者认为是古汉语中

副词作谓语的特殊语法现象 [8-9]，“为了强调某种

情态、程度、时间，于是就用这些表示情态、程

度、时间的副词充当谓语”[8]755，充当谓语时应该

是其本身就具有谓词词性。而对于“必”充当谓

语成分的现象，我们归结为它本身就具有动词词

性，可作谓语，《王力古汉语字典》中认为“必”

具有动词词性，表示“肯定、决定”。

例（10）的大意为“如果和楚国会晤一事未确

定，即使定了，也没有好处，希望齐王不和楚国

相遇，用于取悦奉阳君”[10]37，“楚遇”是主谓短

语作主语，“不必”即“不确定、不肯定”。（11）
例的大意是“治乱之事并无小大之分，法令不能

确立而处罚不能确定，即使有了十个左氏城也没

有什么好处；法令确立了，而处罚也确定了，即

使失去十个左氏城也没有什么妨害”[11]504，其中有

两组由连词“而”连接并列的两个主谓短语“法

不立”与“诛不必”、“法立”与“诛必”，“不

立”与“不必”应该是同构的，“立”与“必”

都是动词作谓语。

那么这 4 例的“不必”都是“不确定、不肯定”

的意思，“必”都是谓词性成分。我们可以确定，

先秦汉语语料中的其后无任何语言成分的“不必”

只能是状中结构的谓词性成分。动词“必”用法

类似动词“得”，杨逢彬先生在《论语新注新译》

中提及“得”在战国晚期之前的文献中未见“不

得之”，其否定形式都是“不得”或“弗得”，

往往和“得之”对言，这样“V 之”“不 V”

相对的形式出现的动词，还有“知”“取”等 [12]339。

可以确定的是战国晚期之前的文献也没有出现“不

必之”。

“圣人以必不必”是“主 + 以 + 必 + 否定副

词（不）+ 动词”的结构，那么“以”是作动词表

示“认为”，其后“必”是作副词呢，还是“以”

作介词加指称化的“必”呢？检索其他先秦语料

时未见他例“以……不必”的结构，所以有必要

查验后一分句来互相印证。

后一分句中“以不必必之”中“必之”是动

宾结构，“不必”和“必之”是“必”肯定与否

定的两种形式，“必”在单独用作动词时可以加

代词“之”。而前一分句的“以必不必”与后一

分句的“以不必必之”是相似结构，“以”应该

作相同用法。检索先秦语料库，只有一例“以……

必之”的例子：

（12）若燕，臣必以死必之。（《战国纵横家

书·九》）

这里“以”前面的“必”是副词，“死”是

介词“以”的宾语，此句大意为“燕国这个祸患，

臣一定用死亡来确保（燕国不成为外患）”。

“以……V 之”的结构并不鲜见，《论语》中

有 4 例，《孟子》6 例，《吕氏春秋》18 例，都是“介

词（以）+ 宾 + 动 + 代词（之）”，如：

（13）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论语·学而》）

（14）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

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

（15）请无以辞却之，以心却之。（《孟子·万

章章句下》）

（16）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孟子·万

章章句下》）

（17）以辨说去之，终无所定论。（《吕氏春

秋·振乱》）

（18）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吕

氏春秋·节丧》）

也就是说，在先秦汉语中“以……V 之”的结

构中，我们见到的“以……”都是介宾结构，未

见例外，“必”若以动词做介词宾语也符合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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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只不过动词有指称化趋势，活用作名词性

成分。

“圣人以必不必，故无兵；众人以不必必之，

故多兵”，前后分句对文，“圣人”与“众人”对，

“无兵”与“多兵”对，既然“以不必必之”是“介

宾 + 动 + 代词宾语”结构，“以必不必”也应当

是相同结构。但“必”与“不必”在作介词宾语

的时候有指称化趋势，这里应该是指“确定的事物”

与“不确定的事物”。确定各词属性及其语法成分，

我们可以推出此句的大意应该是“圣人凭借确定

的事物而不（随意）定夺，所以没有纷争；众人

凭借不确定的事物而（随意）定夺，所以纷争频发”。

（三）《史记》一例中“以”“虽”不是互文

论证《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中“故无因至前，

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犹结怨而不见德；故

有人先谈，则以枯木朽株，树功而不忘”的“以”“虽”

同义，王叔岷《广义》一书的依据为互文。如果

“以”“虽”位于同样的句式中，前后句法成分相同，

我们或可以承认二者互文。但《史记》此例中，“虽”

与“以”很显然并非处于相同句法位置上，前一

分句的格式为“虽 + 动词 + 并列宾语，犹 + 动

宾+而+副+动”，后一分句的格式为“则以+宾语，

动宾 + 而 + 副 + 动”，“虽”后有动词“出”，

“犹”后有动词“结”，两个谓语的主语重合，

而“以”后并无谓语成分。即便要勉强对应，“虽”

与“则”也可以相应，但是单独的二者在此处不

可视为同义。一般说来，“虽”作连词连接分句，

前一部分表示肯定、承认乃至假设，后一部分进

行转折或反问，如果“虽”是单独出现，那么就

有必要探讨一下前后分句的确切关系，但在《史记》

的这一例中“虽”并非单一的连词，而是和“犹”

搭配作固定格式，“虽……犹”这一固定格式常

见于先秦、西汉初的典籍中。“虽”所在分句有

时也表示对事实的假设，如：

（19）虽有功，犹得兽而失人也，安用之？（《国

语·晋语》）

（20）虽亡子，犹不亡族。（《左传·文公

十六年》）

（21）虽然，犹有未树也。（《庄子·逍遥游》）

（22）君失齐，虽隆薛城至于天，犹无益也。

（《韩非子·说林下》）

（23）虽知之，犹不能自胜。（《淮南子·道

应训》）

《古代汉语虚词词典》虚词“虽……犹”词条

认为“虽”表示对所述事实的肯定或承认，“犹”

表示语义逼进一步，并有轻微转折义，可译为“虽

然……还是”“虽然……仍然”等 [13]559。前一分句“故

无因至前，虽出随侯之珠，夜光之璧，犹结怨而

不见德”就可以解释为“所以无故出现在人面前，

即使是随侯之珠、夜光之璧，仍会结怨而不被感

激”。排除了“以”与“虽”功用相同，那么是否“则”

与单用的“虽”功用相同，表示让步义呢？“则”

单独使用一般作连词，连接词与词、短语与短语，

可表示顺承与转折，虽然“则”可以表示转折，

但是有必要条件，必须用在由相同的两个词（或

词组）构成的复合谓语中，表示让步 [13]813，如：

（24）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庄子·天道篇》）

（25）治则治矣，非书意也。（《韩非子·外

储说左上》）

（26）恶则恶矣，然非其急者也。（《管子·小

匡》）

后一分句中“则”并不符合这一必要条件，因

此“则”仍只能在句中作表示顺承的连词。

采用“互文”手段，释“以”为“虽”，错误

主要在于忽视了互训二词的分布条件不同。“虽”

在《史记》的例子中明显处于“虽……犹……”

的固定结构之中，而后一分句的“以”所处的句

法结构与之完全不同，在一般用法中其后所接的

成分也有很大的区别。“虽”如果因互文而与“以”

简单对应，那么例子中的连词“则”也可以对应，

这样的推断就显得毫无章法，没有道理可言。

二 异文互训的局限

“异文”是《广义》中的主要训释手段，可

能与王叔岷先生的主要成就在校勘有关。《广义》

一书中所引的“异文”来源一般有三种：一是某

例与同书之祖本或别本中同一处中相异的文字，

以相异之字字义释原文之字；二是本书中大意近

似的语句，两句中二词可互证；三是以他书中所

摘录、引用的文字作为比较的材料，以训释某例

中原字。实际上，无论是不同版本、别本还是本

书中的“异文”，都属于对校的对象，主要针对

书中或有脱、缺、讹、衍为恢复其原貌时用的，

用来订正文字的“形讹”，誊抄时误写误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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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后人对原文误衍误夺之文字 [14]95，都是校雠之法。

王叔岷先生在《斠雠学》一书序言部分也特地引

“校注四例”——校雠的四种方法，即陈垣（援庵）

先生在《校勘学释例》中所述的四种校雠法 [15]144：

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其

主旨只校异同，不校是非……虽祖本或别本有讹，

亦照录之；

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

知其中之谬误；

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

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者，可以后人

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并载者，可以同

时之书校之；

理校法：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校，而无所适

从之时，需校者自定其是非。

传统训诂学中训释词义所应采用的方法有形

训、声训、义训，认为古今字形、古今字音、本

义今义才是弄清文意语句所必须掌握的语言材料，

其中没有语法的概念。我们认为形训、声训的最

大作用在于避免了后人阅读前人文献时的陌生感，

这种感觉是地更时易而造成文字符号书写变化所

引起的，如果不了解，就会把语音的变迁误认为

字音的变迁，把语义的变迁误认为字义的变迁，

不知道实际上变化的只是符号而已。前人义训之

法多从古训，无古训可循则列一词替换以通顺文

意，词语或为同义词，或为替换之后读之亦通的

词语，这样的方法极富主观性，并不可靠，直到

清代“高邮二王”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才开了

归纳相同结构的语言材料以互证的先河。王氏父

子训释词语时归纳固定结构，举一而反三，闻一

而知十，其实是由于其基于语言的系统内部规则，

语法位置与语义关系都是判定词语词性、意义的

重要手段，而“固定结构”更是其中的“利器”。

语言虽有任意性，但一旦固定下来便有了强制性，

是不可随意更改的，即使之前不符合时人的用语

习惯，也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一直保持下去。

不可否认，许多概念随着时间的改变采用了

不同的符号来表示，因此，比较异文可以直观地

比对相同概念，但虚词和语序作为汉语的主要语

法手段，应当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了极大的稳

定性，比对异文来发现不同符号载体表述同类概

念的方法更适用于实义词。《广义》中的异文多

来自《太平御览》等类书，类书虽集合典籍中重

要语料，但多由后人根据个人见解妄改，因此不

能当作强有力的证据。校雠之法并非无可用之所，

我们固然会因版本流传抄写过程中的讹字等误解

文意，但是应先考察句中句法结构，如果在同本

文献材料、同时代其他文献语料中，亦可常见此

类句法结构，则应当认定并无勘误的必要。如此

一来，运用校雠之法来训释词汇就不太适用了，

本来用以勘误，却用来训释同义，背离了校雠法

的本意。下面以书中一例观其得失。

《广义》“与”字条：

《史记·平原君列传》：“约与食客门下有

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敦煌春秋后语》、《太

平御览》七百四引《春秋后语》、《资治通鉴·汉

纪五》“与”皆作“其”，“与”与“其”同义。《周

礼·考工记·弓人》：“射利侯与弋。”郑注：“故

书‘与’作‘其’”，即“与”、“其”同义之证。

《庄子·天地篇》：“上神乘光，与形灭亡。”“与”

亦与“其”同义。

清王引之《经传释词·自序》已经讲明训诂释

词的一个原则：“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

虽旧说所无，可以心知其意者也。”

（一）类书中的“其”无法置换“与”

《广义》所引《史记·平原君列传》中这个例子，

“与”并非单独出现，是嵌于“与……偕”的结

构之中，“其”置换“与”后，于此处似乎读之

尚通，但我们验之《史记》他卷：

（27）故事与时并，名与功偕。（《史记·乐

书》）

（28）襄公七年，宋地陨星如雨，与雨偕下。

（《史记·宋微子世家》）

（29）其母曰：“能如此乎？与女偕隐。”（《史

记·晋世家》）

（30）遂闻君将合从於楚，约与食客门下二十

人偕，不外索。（《史记·平原君列传》）

（31）平原君竟与毛遂偕。（《史记·平原君

列传》）

（32）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

得受业如弟子。（《史记·儒林列传》）

除了与上文所举相似的（30）例尚可通，其他

几例皆不可通。且“约与 +N+V”的结构在《史记》

中也并非只有上文一例，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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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昔赵襄子尝以其姊为代王妻，欲并代，

约与代王遇于句注之塞。（《史记·张仪列传》）

（34）始汤约与君谢，已而卖君；今欲劾君以

宗庙事，此欲代君耳。（《史记·酷吏列传》）

“与 +N+V”中的“与”应当作介词，与其后

宾语一起置于谓语动词之前作状语，表示施动者

在发出动作行为时所涉及的对象。而在“约与 +
N+V”中，动词“约”与“V”构成连谓式，两个

谓语中心以及一个“与 +N”的介宾结构，三者缺

一不可。

《广义》所引《太平御览》的《春秋后语》，

原文为：“《春秋后语》曰：赵王使平原君入楚，

求其从，约其客有文武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

未有可以备二十者，毛遂请行。”[16]3141 所引《资

治通鉴·汉纪五》的原文为：“赵王使平原君求

救于楚，平原君约其门下食客文武备具者二十人

与之俱，得十九人，余无可取者。”[17]36《春秋后

语》为西晋孔衍所撰，内容是在《战国策》《史记》

的基础上增删而成，但语料的特点应该等同于西

晋语料特点。我们检索了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

发现“与 +N+ 偕”仍为普遍情况：

（35）夫事与时并，名与功偕，然则名之与事，

前哲之急务也。（《三国志·蜀书》）

“约与 +N+V”仍然为常用结构：

（36）建安初，约与马腾相攻击。（《三国志·魏

志》）

但动词“偕”渐有虚化为副词的趋势，表示施

动者与所涉对象一起进行动作行为：

（37）范谓滕曰：“与汝偕死。”（《三国志·吴

书》）

（38）将与戮力，共定海内，苟在用心，与之

偕老。（《三国志·吴书》）

《资治通鉴》为北宋时史书语料，我们看《汉

纪五》的原文就会发现，即便动词“约”后直接

接的是作定语的指示代词“其”，但“与之俱”

的“与 +N+V”的结构仍未变，不过是“俱”取代

了“偕”，但意义不变，“之”回指前文的“其

门下食客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因此说“与”被“其”

取代、“与”应当作“其”为误说。

而其后所引《周礼》中“射利侯与弋”一句，

我们遍查中华书局版孙诒让本《周礼正义》及北

大整理本《周礼注疏》，原文都为“利射侯与弋”，

郑玄注原为：“射远者用埶，夹、庾之弓，合五

而成规。侯非必远，顾执弓者材必薄。薄则弱，

弱则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获。弋，

缴射也。故书‘与’作‘其’。”[18]1184 从郑玄注

文来看，“射侯”与“弋”应该是一对同类概念，“射

侯”是指一般的用箭射靶，“侯”靶一般用兽皮

和布作成，故矢材薄则不深中，而“弋”是“缴射”，

专门用来射飞禽，箭后系有绳索，便于射中猎物

后拉回来。这句若为“利射侯与弋”则是“利 +
N+ 与 +N”的结构，“与”为并列连词，而“射

利侯其弋”则不知为何意了。

（二）《庄子》中的“与”不应释为“其”

关于所举《庄子》中一例，王叔岷先生在其所

著《庄子校诠》一书中为此例作了注，所依据的

恰好是其他几例：

上神乘光，与形灭亡。

王先谦云：“上品神人，乘光照物，不见其形

迹。”钱纂笺引马其昶曰：“与读为举”。案《在

宥篇》“广成子云：吾与日月参光”，与此言“乘

光”义近。“与形灭亡”，犹言“其形灭亡”，

“与”犹“其”也。《周礼·考工记·弓人》：“射

利侯与弋。”郑注：“故书‘与’作‘其’”，《史

记·平原君列传》：“约与食客门下有文武备具

者二十人偕。”《敦煌春秋后语》、《太平御览》

七百四引《春秋后语》、《资治通鉴·汉纪五》“与”

皆作“其”，此“与”、“其”同义之证。

此例训“与”犹“其”的依据便是上文我们提

及的几例，上文几例“与”训“其”证据是不足的。

《古语文例释》自序说：“据句法判断语意及词

义的疑难，是研究古语文特别重要的方法。这一点，

前人的认识是不清楚的。注家训诂的差错多是由

于不明句法。某字训某，古有其例，但是按这一

句句法，训某不可通，就不当援引为证。词本来

是不能离开句的结构，不能离开它在句法中所居

位置而成义的。必须究明语法，然后训诂之用才

落实。”[19]

从句法结构看《庄子》此例中的“与”处于

“与 +N+V”的结构中，与《史记》中“与 +N+ 偕”

的结构并无不同。“灭亡”是近义词并列的词组，

战国时期还有一些“与 +N+ 灭”、“与 +N+ 亡”

结构的例子：

（39）君子见兆则退，不与乱国俱灭，不与暴



128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 期（总第 138 期）

君偕亡。（《晏子春秋·外篇》）

（40）此未尝有国也，使如失国辞然者，不与

楚灭也。（《春秋谷梁传·昭公十三年》）

（41）道，与尧舜俱智，与接舆俱狂，与桀纣

俱灭，与汤武俱昌。（《韩非子·解老》）

（42）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

乐哉？（《孟子·梁惠王章句上》）

《庄子》中一例“与”置换为“其”也许尚通，

但“验之他卷”却难通。采用异文比对，释“与”

为“其”，主要错误在于直接等同意义相近的句子，

却缺乏对句法结构的认识，“与”和“其”虽然

看似处于相同的位置，但在句中作不同的成分，

一个作连词，一个作指示代词，表示不同的含义，

功能完全不同。

以上二例只是管窥《广义》训诂之法，我们还

对《广义》一书的用此二法训释“新义”的例子

进行了总结。《广义》采用“互文见义”训释出

的新义共有 36 例，其中 22 例以之为主要甚至唯

一的论证手段，考察后发现有 19 例不符合“分布”

大致相同的原则，不能判定同义，只有 17 例中训

释词和被训释词在此文中可以暂且同义，但二者

之间的区别仍十分明显。作为虚词研究类专著，

在划分词义时，应该尽量以简洁明了为上，而非

随文释义，徒增义项。《广义》采用“异文互训”

训释的新义共有 124 例，其中以之为主要甚至唯

一论证手段的有 107 例。旧义之中的确有运用此

法得出的结论比较可靠的例子，如释“与钻穴隙

之类也”中的“与”为“举”，杨伯峻先生在《孟

子译注》中早有提及此句不合语法，王叔岷先生

引同书中《孟子·告子章句》中的“凡同类者，

举相似也”相比对，我们认为结论应当是正确的，

因为二者的繁体字字形有相似之处，且同属鱼部，

《经义述闻》《古书虚字集释》亦有提及，“与（與）”

或作“举（擧）”，“与”，“举”也，二者可混用。

而《广义》中“新义”的“异文”多来自《太平御览》

等类书，类书虽集合典籍中重要语料，但多由后

人根据个人见解妄改，并不符合原书所处时代的

语言系统，此外存在未仔细分析原句中的句法结

构，没有对被训释词进行词类分析，就不假思索

地将不同时代语料的“异文”机械对应的问题，

因此往往得出不可信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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